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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国民党政权1949年迁台时把部分电影工业机构、人员和设备带到台湾以来，台湾电影

工业成形已有六十余载。其间经过60、70年代的繁荣，80年代新电影运动的兴起，并出现如李

行、侯孝贤、杨德昌、李安、蔡明亮等一批著名导演，其艺术和美学成就早已为世界所承认，并

在大陆找到无数知音。然而，除了其艺术成就、导演和明星之外，我们对台湾电影所建构和传

达的国族想象和身份，也始终怀有一份浓厚的兴趣。古人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

怨。作为“群”，电影这一大众文化载体可以说是凝聚了台湾人的共同价值和情感。作为“观”，

人们也可以通过电影这一载体，透视台湾人的国族想象。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发现：六十年的

台湾电影不但在工业和美学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所传达的国族想象和认同也发生了深刻

的蜕变，并鲜明地折射出社会、政治和历史所施加于电影这一大众文化的压力。本文试图沿着

这一思路，对台湾电影的国族想象作一个考察。

一、方法论

我在以下的分析中把台湾电影作为折射台湾社会关于国族想象历史的一面镜子。为让镜

子里的图像能对整体情况有所反映，我所选择的作为“可以群”的案例，都是代表“大群”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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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小群”的影片，即选择每一个时期主流和有影响的电影进行案例分析；边缘和非主流的电

影不是主要考虑对象，影片的美学成就不是主要的考量标准和分析角度。其次，我在分析中特

别注重台湾电影在传达国族想象时对“主体”的建构，即它在建构中使用了哪些手法来设定主

体（作者、观众）进行国族想象的“位置”、“视野”、“图景”等因素。这里涉及到一些西方电影理

论和方法，如银幕理论中的主体—位置理论；意识形态理论中电影对主体性的建构和“讯唤”

（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论述，鲍德里亚对电影作为意识形态机器的论述）；以及西

方电影理论中关于好莱坞现实主义透明叙事、缝合系统的论述①。再次，我对国族想象的分析

主要落实到以下几个叙事概念上：（一）空间：国族想象必定包含一个地域空间，包括自然和物

理空间、社会和文化空间；（二）时间：既包括自然和物理时间，也包括社会和历史时间；（三）人

物：主要指可以（被观众或供观众）认同的主人公（观众将被“引导”从他/她的视野看世界）；

（四）事件：故事（广义地指电影中展示的世界和社会生活的图景）以及影片（作者）对这些因素

的价值和情感取向。最后，这些国族想象中的诸因素都是通过一定的修辞手段实现的（即“缝

合”到观众的主体意识中）。因此，我的分析还将涉及一些电影表达手法，如视觉的（构图、光

影、角度、剪辑），听觉的（对话语言、画外音、音响、音乐），以及叙事的策略（第一人称叙事、全

知叙事、过去时或闪回叙事、现在时叙事，或各种策略混杂交错等）。

二、“大中国情结”时期

众所周知，自1949年蒋介石政府迁台以来，台湾社会经历了威权时代（50、60年代）、外交

挫折（70年代）、政治解禁（80年代）、民主选举（90年代），以及近来的族群纷争等发展阶段；其

领导人也经历了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等更替；经济上亦经历了恢复、建设、

发展、起飞、繁荣、停滞等轮回。这些政经和社会变化都和台湾电影中的国族想象密切相关，是

台湾电影国族想象形成、发展、变化的基本背景。台湾电影国族想象的第一个时期可以称为

“大中国情结”时期。

这一时期大的历史背景是：蒋介石撤退台湾，据守海岛。此时，蒋介石政府仍把自己看作

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把共产党称为“共匪”，把被共产党占领的大陆地区称为“匪区”，随时

准备反攻大陆，统一中国。台湾自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后签署“马关条约”以来，沦为日本殖民

地整整五十年，1945年10月25日，国民党政府在台湾接受日本投降，台湾归还中国。蒋介石政

府为了巩固在台湾的统治，在推行“中国化”政策的同时，不断扩大自身的势力。在这段时间

内，共有四十五万日本人被遣送回国，七万外省人到台湾。蒋介石政府以清除殖民影响为名，

对本地势力实行了排挤和打压。1947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即是蒋介石政府对日据时期形

成的台湾本地精英的镇压和打击。随着1949年国民党从大陆撤退，又有约二百万国民党官兵

和外省民众来到台湾，由此彻底改变了台湾当代社会的政治文化版图。在经济方面，50年代台

湾社会主要是处于恢复和发展时期，在60、70年代进入繁荣起飞阶段。

国民党迁台以后，台湾建立了本地的电影工业。1949年，台湾生产了第一部影片《阿里山

风云》。这是一部反映台湾高山族抗日的剧情片，该片于1949年5月由上海国泰电影公司导演

张英与编剧张彻带人去台湾取景拍摄，不料完工时适逢国共在上海开战，后来国民党政府全

面撤离大陆来到台湾，摄制组也因此留在台湾。6月，影片由光复后台湾第一家民营制片机构

万象影业公司接手。年底，影片完成并在台湾首映，成为台湾影史上第一部剧情片。

整个50年代，台湾电影的产量并不高，且政治宣教片占有相当分量。1951年，台湾电影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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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处拟定《战乱时期处理国产影片办法》，在电影业全面实施反共政策。同时，国民党推行中国

传统文化、历史的教育，也就是所谓的“反共不反华”的政策。这一时期生产的反共片有《恶梦

初醒》（1950）、《夜尽天明》（1956）、《罂粟花》（1954）、《一万四千个证人》（1960）等。这些在国民

党政府“反攻大陆”的口号下制作的一系列影片，通常以“匪区”来指称大陆，并认定这是“中华

民国”尚未收复的失地，与台湾两者共同构成“中华民国”的完整版图。

为配合政治上的“大中国”意识，还有一些影片专门表达了中国人统一团结“一家人”的主

题：如《永不分离》（1951）、《马车夫之恋》（1956，新疆回族的故事）、《两家亲》（1961）等，这些电

影通过描写外省人和本地人、南方人和北方人、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关系传达了当时台湾主

流意识的族群想象。1955年的《黄帝子孙》是由蒋介石特别指示拍摄的，讲述的是一个来自大

陆的女教师和台湾青年的爱情故事，强调大陆和台湾在血缘、历史、文化诸方面的联系。

台语片50年代在台湾盛极一时。其中许多影片多采用中国传统戏曲、民间传说为题材，表

达了对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传承。如《六才子西厢记》（1955）、《黄帝子孙》（1956）、《薛平

贵与王宝钏》（1956）等。其中《薛平贵与王宝钏》打破了当时的票房纪录。这个时期台语片虽然

以台语作为主要的语言，但是创作者却是以外省人为主，他们拍摄的台语片虽然有着台湾本

土的语言包装，但是在故事内容和核心思想上常常和中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直接照

搬，这些我们仅从影片的题材和标题就可见一斑。

60年代风光无限的台湾古装片则完全采用中国题材。在李翰祥导演的黄梅调电影《梁山

伯与祝英台》在台湾创下了惊人的票房纪录之后，他从香港转战台湾，创立了当时最具影响力

的民营公司“国联公司”。李翰祥来台之后拍摄的影片《七仙女》（1964）、《西施》（1965）等都是

以中国古典故事作为题材，这些影片在当时的观众中所引起的轰动效应，印证了当时的社会

对于大中华文化传统的向往和认同。其他60、70年代有影响的古装片还可以提到《大哉孔子》

（1966）和《龙门客栈》（1967）等。

即使是如60、70年代流行的琼瑶文艺片这样纯粹以梦幻式的爱情为题材的电影，其风格

和主题与30年代盛产的中国式言情片仍有很大的相同之处。如1965年李行导演的《婉君表妹》

（1965）、《哑女情深》（1965）等。这些影片从主题、内容到电影的拍摄手法，都与中国电影的发

展传统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作为这一时期台湾最重要的导演李行，除制作了流行的琼瑶电

影之外，也拍摄了一些其他重要影片，其中表达了强烈的中华伦理和中原情结，如《秋决》

（1972）、《原乡人》（1980）等。

中央电影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影）是台湾规模最大的电影公司。在50年代，中影主

要以制作军教片和反共影片为主，后推出“健康写实主义”，在影片中宣导儒家传统的伦理思

想，提倡健康积极的精神，建立对国家政权的认同感和信任感，这些成为影片制作的指导思

想。从健康写实电影开始，台湾电影从对大陆生活的怀旧景象的描绘开始转向关注本土的事

物、生活，但是即使描写当代台湾，也试图表现为大中国的典范或者大中国的一部分。代表作

有李行导演的《蚵女》（1963）、《养鸭人家》（1964）等。公营制片机构还有中制和台制，代表影片

分别为《吴凤》（1962）和《扬子江风云》（1969）。这些作品以宏大的战争场面、恢弘的战斗精神

来表现民族气节，并塑造了民族英雄的形象，以激起当时群众的爱国热情。

1971年的保卫钓鱼台（岛）运动，使台湾本土对于国家、民族的捍卫之情达到了顶点。中华

民族意识在这个时期表现得最为强烈。这一时期还生产了大量关于大陆抗日题材的电影，如

《英烈千秋》（1974）、《八百壮士》（1976）。除了宣传抗日救国的民族气节之外，对传统文化的追

寻也是电影表达的重要主题。如李行的《原乡人》，认定中国大陆为情感上的原乡，表现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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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源的归属感。影片根据台湾知名作家钟理和一生的坎坷遭遇和其写作的历程拍摄而成。钟

理和生于日本统治时期的台湾屏东县高树乡，年轻时爱上了在钟家农场做工的钟平妹。为反

抗当地客家人不准同姓结婚的风俗，他带平妹私奔沈阳，1931年又来到北平，并在北平完成了

他的第一本书《夹竹桃》。1946年抗战胜利后，他带全家迁回台湾，并在台湾完成了《原乡人》等

作品。最后终因贫病交加，于1960年逝世，年仅四十五岁。“原乡”是台湾客家人对祖国大陆的

称呼，《原乡人》表明了台湾同胞与祖国大陆的血肉关系。

以上对从50年代到70年代台湾电影的主要类型、作者、运动作了一个粗略的扫描。无须更

详尽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到以上影片在构成台湾电影国族想象的空间、时间、人物和故事诸因

素中，“大中国”的元素充满其间，并传达了中国人的社会历史观念、人情伦理价值。因此，我们

把这一时期台湾电影的国族想象可以归结为：政治上的（国民党）“党国”意识，文化上的“大中

国”意识。

三、“本土意识”时期

1982年，台湾出现新电影运动，并成为这一时期台湾最重要的电影现象。1987年以后，新

电影作为一个创作运动势头渐弱，所以台湾不少电影作者和学者认为台湾新电影在1987年以

后实际上已经结束。事实上，1987年以后，新电影所代表的思潮仍在深入，一些新电影的重要

作者仍在原来的方向上继续努力，并有重要作品出现，如侯孝贤的《悲情城市》（1989），王童的

《香蕉天堂》（1989）。根据台湾电影批评家焦雄屏的观点，特别是像《悲情城市》这样的影片充

分表明了“‘新电影’并未像某些有心人指责的‘已经死亡’，反而，独立艺术家飞跃的发展，证

明了这个运动长足的影响”②。对于新电影的整体发展情况，已有许多文章进行了介绍和研究，

这里不再展开。本文仅对足以体现这一时期国族想象的两部最有代表性的影片，即侯孝贤的

《童年往事》（1985）和《悲情城市》（1989）进行分析。

《童年往事》的完整表达应该是“我的童年往事”，名字是从少年视角出发，讲述其个人成

长经验。所以，它传达的时空观念应该是“我”的时空观念，而不是父辈的时空观念。事实也正

是如此。影片一开始，伴随着“我”的自白“这部电影是对我童年的一些记忆，尤其是对父亲的

印象。我父亲是广东梅县人……”出现的第一个镜头是写着“高雄县政府宿舍”的门牌特写，然

后切到宿舍的内景。随着影片的展开，“我”（阿孝）的画外音贯穿始终，叙述了一家人自大陆迁

台后的经历。这段经历包括父亲、母亲及祖母分别生病过世，大姐和大哥成长离家，“我”则在

少年的躁动中逐渐长大。

影片的画面是客观的（侯孝贤风格的长镜头），声音是主观的（“我”的画外音），声画形成

一种张力：虽然（声音上）它使你从一个特定人物的角度去认同一段生活、一段故事，但是（视

觉上）你觉得它是真实的、客观的、不带偏见的。这种貌似客观的呈现实际上是主观的，声音起

到了强烈的暗示和表意功能，它代表了新一代（我）的国族想象，建构了一种新的主体性———

以台湾“本土意识”为核心的主体性。这样，《童年往事》的美学风格就产生了一种政治性效果：

其中客观的视觉风格（画面）和主观的声音（画外音）之间的张力制造出一种“我”对历史（由写

实主义的写实画面所代表）的有距离的反思。事实上，它在整体的叙事风格上追求一种带有间

离效果的写实主义风格，而不是好莱坞风格的情节剧模式、缝合系统———以煽情和无距离认

同为目的。通过这种叙事策略，影片传达了一种慢慢成熟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

在这种主体意识中，其空间和时间观念已经不同于前一时期台湾电影的空间和时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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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前一时期台湾电影中的空间和时间和一般的中国时空观具有同质性、兼容性和延续性；而

这里却呈现出两个时空的断裂和冲突：其中台湾空间是一个具体而真实的物理空间，在这个

空间中，孩子们打斗成长、升学恋爱、结婚成家；而大陆那块土地，只存在于父亲无言的怀念中

和奶奶一次一次迷失的寻找中，并随着老人们的凋零逝去，越发显得虚无缥缈、遥不可及。影

片中我们虽然看到少年、老人生活在一个空间，但事实上是两个世界：少年打斗成长，老人怀

乡生病；少年生活在当下，老人生活在过去。更意味深长地是：老人（奶奶）死去五天，长蛆了，

也没有人发现；画外音有对老人的伤痛和忏悔，但是他们自己仍是不顾一切地成长起来了。事

实上，这是一段关于“我”的历史，影片着重表现的是在台湾本土成长起来的少年一代的经验：

儿时的嬉戏，少年时的打斗，青春期的初恋和开始走上社会；而且老人的衰落和离去，也以少

年的目光和人生经验来加以呈现，由此浓缩为一段台湾本土的情感史。焦雄屏曾撰文题为

“《童年往事》———台湾四十年政经文化的证言”③，这可以看作该影片主题最好的注脚：它的主

题不仅仅是“我”个人的“童年往事”，同时也是“台湾四十年政经文化”发展的“证言”。

侯孝贤的另一部影片《悲情城市》以基隆一个林氏家族的兴衰故事，侧写出台湾光复前后

时代变迁与政权轮替的过程中，台湾人面临的难以回避的族群冲突与身份认同问题。其故事

和人物更为复杂，大致情节如下：

台湾基隆一户林姓人家有四个儿子。父亲年迈，老大文雄主持家务。文雄因有女无

子，另娶小妾。老二被日本人征调南洋当军医，一去不返，妻子守了活寡。老三文良被征到

上海，为日军作翻译，年轻的妻子留在家中。四弟文清自幼聋哑。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

被日本占据的台湾回归祖国，群情欢腾。不久，老大的小妾生下了儿子。台湾光复后，从大

陆来了接收大员、国民党军队、地痞流氓、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士等等。老三回来后因

汉奸问题，被打得精神失常。老四和好朋友、小学教师吴宽容，经常与一群社会主义青年

聚谈，议论欠薪、失业、贪污、军人蛮横无理等社会问题。一次，大家情绪激昂，慷慨高歌

《流亡三部曲》，老三因受歌声刺激，精神得以恢复正常。后老三与黑社会分子混在一起，

从事伪钞生意，时常互相仇杀。小妾的哥哥亦勾结流氓进行贩毒活动。老大反对仇杀及贩

毒，但又要维护兄弟情义和家庭利益，使事情更为复杂。流氓勾结上层官府，以汉奸罪逮

捕老三。老大多方奔波，终使老三获释，但他的疯病却复发。哑巴老四脚踏实地，从事照相

业务，与吴宽容在矿区当护士的妹妹宽美结为夫妻。二·二八事件发生后，百姓奋起反对

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国民党当局大肆镇压。不久，一些为台湾前途而奋斗的志士在活动中

走风失事，老四被捕。老大在声色场中死于流氓的枪击。老四的妻子茹苦含辛，抚养着呀

呀学语的幼儿。④

在本片中，政治上十分敏感的国民党“戒严时期”（1949—1987）以及“二·二八”事件成为故事

的主要背景，并从一个本土家庭的角度描写了它的发生和对本土民众的伤害。对于该片，焦雄

屏有如下阐述：全片“诉说台湾自日本政治/文化统治下，如何全面转为国民党的天下……二·

二八事件只是本片（《悲情城市》———引者注）的背景，真正的议题应该是台湾‘身份认同’这个

问题”⑤。意味深长地是，影片在切入这一“身份认同”问题时，不是从国民党政府或外省人的视

角、而是从基隆一个林氏家族的命运切入的。这一家族在日本殖民期间和日本人有着种种难

以避免的关系（老二成为日本军医，老三是日军翻译），这些都成为国民党当局对其排斥和镇

压的理由。不管影片故事中是由于何种偶然因素引发不幸，在国民党的高压、强势政策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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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家族的衰败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这使得影片成为对国民党接手台湾以后、国民党对台湾实

行“中国化”政策、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中对日据时期形成的台湾本地精英的镇压和打击

的另一种书写，而不是从当时国民党官方史的角度切入。

在叙事和影像层面，影片采取了常规的好莱坞写实主义模式（透明剪辑，主体缝合系统），

使观众得以从林氏家族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一段历史。影片通过对国民党统治和镇压的展示，

质疑了当年国民党官方的国族身份政策，建立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国民党官方的国族想象。

除了叙事的角度，语言在表达新的国族想象中也起了重要作用。在台湾电影工业刚刚起步的

时候（50年代），为了消除日本的殖民影响，当时禁止在影片中出现日语发音和日文字幕。同时

为了消除外省人与本省人之间的隔阂，当局大力推行国语，以期形成统一的（大中国）认同感。

而《悲情城市》中的语言（美学和修辞因素之一）则以台语为主，间杂日语、国语。台语的大量使

用明确表达了作者对历史的态度：肯定本土经验。这一美学策略也有强烈的政治性。总之，《悲

情城市》集中体现了“本土意识”时期对台湾政治历史事件的反思和重新评价，是对国民党统

治的控诉，是对国民党“党国意识”的批判。

台湾新电影运动中出现的这种“本土意识”是和台湾社会历史互动的结果。60、70年代，台

湾岛内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在外交上却遇到了重大挫折。1971年，台湾被逐出“联

大”，代表“中国”的资格被取消，不久中、美建交。这一方面使得国民党一贯宣扬的“大中国”观

念的合法性遇到了严重的挑战；另一方面也使台湾社会开始把目光转向台湾自身，这导致对

台湾身份的重新认识。1987年，台湾社会政治解严；1988年，蒋经国去世，李登辉上台（先接任

蒋，后被选举连任）；同时台湾社会出现在野党（以民进党为代表）。这一系列变化都促使台湾

社会出现了一股挑战（国民党的）“党国”意识、要求重新认识台湾历史的思潮。

如果把《童年往事》和《悲情城市》作一个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本土意识”的发

展和深化。因为《童年往事》中的“本土意识”主要还是表达在家庭情感的层面，而《悲情城市》

则转向了社会政治层面，并涉及了十分敏感的政治历史问题。当然，《悲情城市》中所表达的本

土意识转向政治层面说到底毕竟还只是在象征层面和思想意识领域的转向，还不是现实生活

中政治领域的转向，但是它在其发展过程中和台湾社会的现实政治发展产生了微妙的互动，

并为以后台湾社会现实中政治领域的转向做好了铺垫。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们可以看到：从

1988年李登辉执政以后，他的台独思想和亲日情结逐渐浮出水面，并最终引发了1996年的台

海危机，此危机一度达到战争的边缘；2000年，陈水扁上台，台独倾向进一步发展，并在岛内推

动了“去蒋化”运动。

四、族群撕裂时期

在台湾电影建构其新的国族想象的过程中，产生了有别于传统的“大中国意识”的本土意

识，其核心就是强调台湾身份的主体性，并把台湾与（中国）大陆以及日本的历史关系重新思

考。这一发展源自台湾近百年来的历史。台湾在历史上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如何再次确认

台湾和中国大陆关系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同时，如何认识台湾和日本的关系也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因素，这是因为台湾特殊的“日本情结”。

从“马关条约”（1895）签订以来，台湾经历了五十年日本的殖民统治，这给台湾社会的政

治、经济、文化和心理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日本殖民期间，不少台湾人认同日本文化，自认是

日本人，“二战”期间作为日本人加入日本军队（如《悲情城市》中的故事所描写）。1945年日本

六十年来台湾电影的“国族”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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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败和台湾回归后，蒋介石对台湾实行了所谓的“中国化”政策并采取了暴力措施，由此不仅

埋下了后来“本地人”和“外省人”分裂的种子，而且导致许多台湾人认为日本人的殖民统治好

于国民党的高压统治。

由于这种历史的原因，台湾在对自己国族身份的界定中，中国和日本一直是两个最重要

的坐标。我们可以根据对两者的认同和排斥，区分出台湾各派政治势力的国族立场。如果我们

把中国置于坐标的左端，日本置于右端，那么认同中国身份的是所谓“统派”，也即所谓“蓝

营”；而台独立场（所谓“绿营”）则把中国和日本都看作是外来殖民势力，强调台湾独立的立

场。其中当然还有各种中间势力和极端势力。

对于台湾的这种后殖民状态，我们可以把它和香港的后殖民状态作一个比较。台湾和香

港历史情境的相同之处是：两地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曾经沦为外国殖民地（日本和英国），而且

殖民者都给当地社会带来了现代性。然而不同之处是：“二战”期间日本对中国大陆发动了持

续的侵略战争和犯下了令人发指的暴行；而英国则在“二战”中成为中国的盟军。因此，大部分

中国人对香港人的亲英较能容忍，而对台湾人的亲日则不能接受。也因此，台湾本地人因对日

态度缓和而与大陆和外省人对日本更为严厉的态度分道扬镳。当然，这样的分析不是对蒋介

石的台湾政策的得失和台湾本地人日本情结的对错进行评价，而只是客观叙述现实困境（两

岸在对日态度上的错位和对立）的历史原因。

由于以上原因，对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成为近年来台湾电影表达国族想象的一个关键。进

入新世纪以来，台湾的电影工业总体上处于低迷状态，但是有两部电影在台湾创造了票房奇

迹。一部是由台湾新生代导演魏德圣导演的《海角七号》（2008）：该片仅在台湾地区（二千三百

万人口）就创造了破五亿新台币的票房成绩，创下了台湾华语电影史的最高票房纪录，被认为

是台湾电影复兴的标志；《海角七号》在香港（六百万人口）也有超过六百万港元的票房，而在

大陆的票房仅为人民币千万元左右（相比于大陆市场十三亿人口，这个票房并不理想，有评论

称之为“惨败”）⑥。另一部影片是李安导演的《色·戒》（2007）：在台湾票房破二亿五千万新台

币，在香港为四千五百万港币，在大陆为破亿人民币（相当于五亿多新台币）⑦。而这两部由台

湾（背景）导演制作的电影恰恰可以看作是对这一问题最有代表性的两种不同表达。

我们可以把《海角七号》和《色·戒》从国族想象所涉及的空间、时间、人物、语言和事件等

几个因素做以下分析对比：从空间来看，《海角七号》主要涉及台湾的一个海边小镇恒春，而

《色·戒》则主要涉及上海、香港、乃至重庆（当时在重庆的国民党策动了这一场由王佳芝等参

加的抗日地下斗争），是一个大中国的概念；从时间来看，《海角七号》涉及了台湾当代和殖民

时期，《色·戒》则主要涉及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从主要人物来看，《海角七号》是一个爱好音

乐的台湾本土男青年阿嘉，《色·戒》则是一个爱国的上海女大学生王佳芝；从语言使用上来

看，《海角七号》的台词有普通话（国语）、闽南语（台语）、日语等语言，《色·戒》的语言主要是普

通话；从事件来看，《海角七号》是一个当代的爱情喜剧混合了一个殖民时期的爱情感伤剧，

《色·戒》则是一个抗日时期用美人计刺杀汉奸最终失败的悲剧。

从两者给观众认同所设定的主体位置看：前者是一个台湾土生土长青年的视角，延续了

新电影以来的模式；后者是从一个纯粹大陆背景的青年女性的视角展开故事和历史想象，把

国民党时期的中国（上海—香港—重庆）作为自己历史的一部分，从而对大中国的立场采取了

一种默认的态度。同时，两者都涉及了对“二战”时期日本的关系，但是却表达了两种分裂的想

象：前者通过当代（台湾男青年阿嘉和日本女青年友子）和六十年前日本占领时期（日本男教

师中孝介和台湾女学生友子———和当代故事中的日本女青年同名）两条爱情故事线。影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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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和重构日据时期台湾与日本的关系时，以当代（台湾男青年阿嘉）的视角审视日据时期日

本男教师中孝介和台湾女学生友子之间的“凄美”爱情，通过阿嘉（邮递员）的“偷窥”，将日本

战败后男教师中孝介在被遣返回国的轮船上给友子写的七封饱含深情的情书呈现给观众，忧

伤中带着几分惋惜。这种通过影像建构起来的日本男教师中孝介与台湾女学生友子之间的

“凄美”爱情，一方面回避了日据时期日本对台湾的殖民和暴行，呈现当代台湾对殖民时期日

台关系温情的怀旧，另一方面也表征了国族想象中台湾与日本的暧昧关系；后者则描写了抗

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特工用美人计（王佳芝）刺杀汉奸（易先生）、最终失败的悲剧，在情色之中，

凸显了中日关系的血腥残暴。结论无疑是《色·戒》的国族想象显然更接近大陆。

《色·戒》在大陆公映以后，曾经引起过一些争议。争议的焦点是：《色·戒》对汉奸的态度有

问题，因为王佳芝关键时刻同情汉奸。事实上，故事中王佳芝的态度并不等于李安的态度，因

为李安虽然描写了王佳芝关键时刻同情汉奸；但是也写了她最后因此而送命，使人意识到她

政治上的幼稚。李安对易先生既作为汉奸同时作为人的处理，一笔五色，颇似《阅读者》（2009）

中描写的纳粹女子（人性的复杂）。或许，李安在《色·戒》中的泛人性论立场应该受到批评，但

是他的“中国”立场却是无可指责的。同时，《色·戒》中也有杀汉奸的情节。在现实生活中，李安

在台湾选战中支持国民党，和他在电影中表达的“国族想象”是一脉相承的。

可以说，《色·戒》和《海角七号》在中国（大陆）想象和“日本情结”上所体现出来的差异正是

台湾社会当下族群撕裂一个标志。而《色·戒》在大陆受批评，显然忽视了它对“中国”的认同。

五、结论

从国族想象建构的角度看，台湾电影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大中国情结”时期、“本土

意识”时期、“族群撕裂”时期。在这三个不同时期，台湾电影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

哪里去”等问题做出了不同的回答：在“大中国情结”时期，台湾电影表现的国族想象和中国文

化具有同质性、兼容性和延续性；在“本土意识”时期，台湾电影的国族想象强调了自身的主体

意识和对（国民党）“党国意识”的批判立场；而在“族群撕裂”时期，台湾电影的国族想象呈现

出分裂（多元？）状态：既有把中国艰苦流血的抗日斗争作为自己历史的一部分，对“大中国”立

场采取默认的态度，也有沉湎于对日据时期日本的温情想象，对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牺牲和苦

难取不置一词（或不予认同）的态度。

台湾未来的发展仍然是一个博弈和协商的过程，当下台湾电影既反映了这种博弈和协商

的过程，也介入了这一过程。台湾电影的这种姿态赋予了自身丰富而复杂的文化含义，并将持

续引起我们浓厚的兴趣。

① 相关理论的中文介绍和论述可见黄望的《“〈银幕〉理论”中的“文本分析》一文，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

年第1期。

②③⑤ 焦雄屏：《映像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1页，第232页，第241页。

④ 以上文字引自“百度百科《悲情城市》”，baike.baidu.com/view/617434.htm。

⑥ 数据和评论引自zhidao.baidu.com/question/86371552.html。

⑦ 数据引自yule.sohu.com/20071121/n253379574.shtml。

（作者单位 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

责任编辑 容明
89


